【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邝幸华研究员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李静琪  梁海岚  黄于蓝

一、采访时间
2010年5月22日。
二、采访地点
邝幸华老师家中。
三、人物简介
邝幸华，1947年出生，1966年高中毕业，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未能应届考大学，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才有机会参加统考并被录取入读广州中医学院（后改名广州中医药大学）。 1982 年毕业后，至今一起坚持从事临床诊疗工作达28年。其间曾经同时从事过科研管理和医学期刊的编辑工作；参与了从《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筹办到后来的编辑全过程，1994年开始任该刊的常务副主编、编辑部主任，至2007年6月退休。

四、采访记录

问：老师您是不是也是在广中医读书的？

答：是啊，我就是文革以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77级）考入广州中医学院的。我们那一届就是只有200多人，两个医疗班，一个中药班。我们那届以后，药班就停了好几届，没招生。

问：那药学专业是什么时候又开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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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八几年吧？所以77药（班）的人都变成宝贝了。因为文革后急需各方面的科学技术人才，中药人才也不例外，所以他们都发了。

问：老师您觉得你们那个年代的人精神面貌有什么不同？
答：我们那一届是文革后打倒了“四人帮”，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后，经过统考招生的第一届大学生。学制从文革期间的三年恢复到五年(药学是四年)，教育也比较系统一点。最重要的是文革期间不少老师被批斗，学校不能正常地上课，学生也不用通过考试进来(从1966年到1977年没有进行高考)，总之是教育全线瘫痪。从我们那一届后，就是拨乱反正了，老师可以名正言顺地教，学生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学了，所以老师和学生的教与学的热情一下子被极大地激发到了最高点。可想而知，这样出来的教学质量必然是很有保证的。

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包括资质很高的老师都亲自上讲台为我们讲课，想方设法提高教学质量，除了白天教课外，晚上也到课室给我们辅导。为了让我们学好，老师们备课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心思，除了将课本的知识讲好外，为了扩大我们的知识视野，还经常将他们了解的一些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充实到教材中去，让我们从这些信息中更好地理解教材中的内容。像教中药学的骆和生老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每次讲课，总给我们加进很多新的内容和新的信息。当然，这必然会花费他很多的额外的备课时间，但他仍然乐此不疲。另外，每到周六老师们还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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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了各种各样的与中医学术有关的讲座，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自觉听完讲座才放学回家的。要知道，那时候是没有加班费的，这些，完全是出于老师们对工作的热情、责任心、事业心而自觉自愿去做的。

（此时老师拿相片给我们看）你看这是罗元凯，这是司徒铃，他们不但堂上讲课，课后还跟我们辅导，老师们跟我们的同学的关系是多融洽啊！罗元凯是谁，知道吗？他与邓老，还有黄耀燊、梁乃津，人称是学校的四大金刚，现在只剩邓老了。司徒铃也是全国很出名的针灸教授。当时教与学之间是一个很平等的关系。

学生们学习当然也很努力。因为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是被文革耽误了上大学机会的一代人。七七级入学的时候，学生一共是304人。当时学校没有分系，就一个医疗专业，一个中药专业。医疗专业两个大班，共220多人，其中包括10个留学生，中药专业就一个班，大概有70多人吧。学生中超过25岁的大概占了百分之六十多，就是在文革期间中学毕业，但由于文革取消了高考，没有机会考大学的那一部分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又称“老三届”。当时有一部分上学时已成了家，有的还带着小孩上学的。我和我丈夫就是同时在那一年上的大学，我丈夫在华工，上学时我们的女儿才7个多月大。当然还有一部分是文革期间才上中学的，这些同学中也有一部分是经过“上山下乡”几年的“知青”；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应届毕业考上来的，大概也就几个吧，应届考上来的当时大概也就是15、16、17岁（因为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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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我们国家曾经进行过缩短学制的试验，即小学学制5年、中学学制共5年，有些同学5岁读书，高考时也就是15岁）。就是说，从66届到77届高中毕业，一共是12届的高中毕业生参加了这次高考，录取率当然也就很低的了。能够在完全没有希望读大学，到有了这个机会，并且能够凭着自己的能力在这么多考生竞争中脱颖而出，考上大学，这不真的像是在做梦吗？大家能不非常珍惜这种机会吗？那个时候大家就只是一门心思地考虑怎样读好书，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分钟来用，好将被文革耽误的时间一下子补回来。这种学习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行为，完全不是为了成绩，为的只是毕业以后，能真正在医学上、临床上做点事，这种目的非常明确。所以，当时老师并不需要督促我们去学习，而相反是经常要督促我们遵守作息制度，注意休息。当时，我们的同学一般都是早上6点钟就起床，跑步、做操，然后就背方歌、背经文、背英文，晚上自习到11点后，才睡觉，为了保证大家休息，学生会还会专门组织检查宿舍是否按时熄灯睡觉。不少同学不但学好课内的知识，还买了不少参考书，以帮助对课内的知识的理解。最明显一点是，因为当时我们西医课程的教材相对简单，对理解其中知识反而不利，不少同学都将西医院校的教材全部买回来，所以有时一节课的内容需要2节，甚至3、4节的时间才能复习完。当然在复习过程中就会发现很多问题，这就是导致在课后同学们一看到老师就围得水泄不通，甚至有时我们的年级书记为了让老师休息而不得不规劝大家暂时放弃提问的情况。这种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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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学习的情景，不少教过我们老师都经常会回忆到。都以这样一种精神去教学，以这样一种精神去读书。这一目的是压倒一切的，也就没有太多的恩恩怨怨了。这可能也是造成我们年级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关系比较融洽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有人不好理解，七七级的学生为什么年纪相差这么大（当时年龄最大和最小几乎相差一倍），相处却能够这么地融洽。估计就是这么一种精神，即大家目的很明确。在这种目的下，老的小的相处不但不成为一种障碍，而是一种互补，小的有点朝气，老的有点经验、能吃苦，大家尊老爱幼、互相学习，是我们这个年级的一个特点。

2006年，校庆50周年，我们这个年级回来近两百人，你想想我们毕业时才304人，除去10个留学生，就只有294人。当时已经有4人去世了，剩290人，毕业后有七十多人去了境外工作。这次一下子能回来近两百人，这种凝聚力可见一斑。 

在课外方面，学生会的活动也逐渐地活跃。引用当时团委副书记古展群当时一句话来说，七七级以后的学生会“开创了广州中医学院学生会工作的全盛时期”。当然，可能和现在学校的社团活动比起来，不一定有可比性。因为当时的背景、当时的条件和现在是大不一样的。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和条件下，学生会作为学生自己的一个组织，在维护学生的权益、活跃课余生活、协助学校带领大家更好地完成学业、健康成长方面是发挥了应有作用的，也是得到广大同学拥护的。这里，我还保留了当时课外活动的几张照片。当时照相机很不普及，这张跑步的照片忘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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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片社还是人民日报来拍的；这几张和香港大学（当时境内、境外的交流是不多的）草研组联欢照片是他们拍的；这是我们学生会全体成员的合影，是在照相馆照的。

毕业以后，我们77级的学生在各方面都已经成为骨干，而且是比较有用的骨干。这应该是比较公认的。

问：老师您刚才提到你们那一届学生的精神风貌很好，相比之下您觉得现在的学生怎么样？

答：刚才提到，当时的背景、当时的条件和现在是大不一样的。你们现在的条件，我们当时想都不敢想。现在的学生知识面比我们宽、涉猎的信息量比我们要大。我们那个时候连电视都还没有，更不用说电脑、网络了，电话也只有在办公室里面有，毕业以后好多年，有个 BB机就很了不起了，后来听说的“大哥大”，那是老板们的专利。那时我们没有太多诱惑，只能是一门心思的读书，有关学术信息方面的涉猎当时也只有靠每个周末学校组织的讲座和广东省科技馆星期六安排的讲座获得。所以我们星期六一般都听完讲座才回家。我那时候是带着小孩上学的，本该赶着回去带小孩，但也不例外。因为信息难得，我们都很珍惜。由于珍惜，这些信息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的知识了。

现在就不同了，网上信息一抓一大把，各种通讯工具也非常方便，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你们的知识面比我们广很多，思维也会比我们活跃很多，对于现代一些工具，如电脑、网络的操作、应用，现代语言，如英文的掌握熟练等等方面比我们都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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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

但是不是由于太容易得到了，有些人就不懂得珍惜了呢？想着现在不看、不学、不记无所谓，只要到时候到网上一抓就行了，这些信息就始终不能变成为是自己的知识，就是说，觉得不扎实。同时由于现在诱惑也比我们多得多，节奏比我们要快很多，时间的分配当然用在学习上的会少很多。如此一来，如果不自觉，就会引发一些弊病，比如说，急功近利、甚至是抄袭、作假等等。

课外活动方面，我们读书的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多文艺活动，跟现在是无法比的。

总之，很难一句话说现在和以前的区别，会不会是我们以前学的知识比较扎实，但比较慢，也缺乏规范。比如说写个病历，以前要考虑得很周到，逐字逐句推敲。现在呢，它可能就是电脑设计好的一种模式，套上去就可以了，很快，也比较规范，但容易千篇一律，水过鸭背，有点像是一种快餐。

问：老师，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教育背景？
答：（老师拿出她写的一篇关于学报回顾的论文）你们来之前我翻了一下以前的资料，这是我们学报创刊20年时我和欧明教授合写的一篇文章，其实我在这篇文章中在总结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学》创刊20年的同时讲了一下当时的背景。因为我们的学报创刊前后也正是我国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时期。当时在科技、文教战线上有几个大的事情：一是1977年恢复了高考；二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这在当时被喻为是我国科学春天的来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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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三是国家1980年重新启动了因文革而停顿了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即第六个五年计划，其中当然也包括科技、文教的五年计划。这些都极大地激励着科技文教工作者的热情。当时我校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共获得8项奖励，可见，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传统，发掘并提高中医药宝库以造益人类健康事业在当时是全校上下一致的心愿。
你看我们的老教授王建华，你们知道他怎样搞起中医科研的？王建华教授原来是搞药理的，也就是说，他原来是搞西医药的。他搞起中药研究的冲动是什么呢？就是四君子汤能退烧。补脾胃的药能退烧，这不说明中医药太神奇、太奥妙了吗？于是靠两张桌子、几只小白鼠就做起了实验，也就是这样，凭着一个科学工作者对科学的敏感、热情和执着，开始了他中医药研究的人生历程，一搞几十年，终于成为全国知名的中西药理专家。再说说李国桥教授，你们知道他是怎么样搞起疟疾研究的码？

问：青蒿素。

答：最开始他并不研究青蒿素。在这之前，他在海南岛进行了一段时间针灸治疗疟疾的艰苦的研究工作。但结果却是阴性，就是说研究结果显示针灸尚不能治疗疟疾。科学研究有时就那么残酷。因为科学研究是对未知的探索，其实是风险是非常大的。但这一段艰苦的工作让他积累了很多与疟疾相关的素材。恰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北京传来了有人用青蒿的粗提物作用于疟原虫有效的信息。这信息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简直是一支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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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在听到这个信息的不久又听说用这种粗提物在临床做试验，结果是阴性。接下来他们做的事是研究用这种粗提物进一步提纯后的青蒿素对疟疾和疟原虫的作用，经过与同事们几十年锲而不舍的艰苦的努力，青蒿素治疗疟疾的研究终于获得了重大突破，不但为疟疾的治疗提供了安全、有效、抗药性小的药物，并且为对攻克疟疾这一难治病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认识，更为中医药的科学性作出了肯定性的诠释。李国桥教授也为此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并因此站到了疟疾临床研究方面世界的领先地位。

正是因为有了很多像李国桥老师、像王建华老师那样的人的无私的、执着的努力和奉献，中医药科技事业才得以发展。我们学校的科技事业也得到了发展。我很敬佩这些老师。

问：老师您觉得在校期间，学校这十几年来有什么变化？
答：学校这十几年来规模变大了，专业多了、人也多了。当然为国家培养的中医药人才也发挥了作用。我们在学校读书时，一届就两百多人，你们一届有多少人啊？

问：应该有三千多吧。

答：另外我们那时只有不同专业，没有分系和学院，整个学校就是一个中医学院。后来才分出了中医系和中药系，然后又分出了针灸系，现在就更多了，还有了不少与医药无关的不少像人文、计算机、管理之类的学院。
问：令您印象最深的学校发生的大事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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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大事，什么叫大事啊？

问：比如说学校改名啊，扩展啊……
答：这个改名，我不敢说这学院变大学就一定是好，你说是吗？麻省理工学院也是学院啊，麻省理工学院也很出名啊，是不是啊，关键就看内涵。

实际上一个好的大学啊，它很重要的是应该有一班国内外公认的、叫得响的教授，也就是国内外公认的大师了，还有一批国内外公认的、叫得响的的专业，当然还应当体现在由于这些大师和专业而源源不断地产生的叫得响的成果、叫得响的人才。比如刚才说的青蒿素治疟疾，就是叫得响的成果，李国桥教授就是叫得响的人才。这个是谁都否认不了的，因为大学，它不是大专也不是中专，现在我们学校的定位还不是一般大学，而是研究教学型的的大学。当然，所谓叫得响的人才，还应包括从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绝大部分能够成为社会上、学术界有用、有为的高水平的人。

问：老师，学校在讨论大学精神，您听说过了吗？

答：这个我好像听说过了。

问：那您是如何理解大学精神的?
答：这个东西太大了，这个东西，呵，我觉得大学精神还是应该着重于它的内涵，比如有人说“大学不是大门而是大师”，这就是一种说法。刚才所说的也就是大学精神的问题吧。

大学精神，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的东西。比如包括学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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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很严谨，很真实，另外它的职工，它的教师，要很敬业、很有创新精神。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就出不了大师、出不了人才、出不了成果。

实际上，有时候我觉得是这种大学精神，就在于老师的言传身教之中。老师的学识、人品，老师的专业的思想和敬业精神，无时不刻不在影响着学生，影响着学生的发展方向。就说我们读书那个时候，学校总是生龙活虎的。大家很早就起床，大概6点钟左右，在操场上，就能看到很多人在跑步，不但是学生，还有老师，包括像司徒铃、沈炎南那样的老教授。跑完步以后，同学们都在背方歌、背经文、背英文，然后才吃早餐；晚上都在专心地复习，一些老师也会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学习中的问题，或给同学们答疑。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精神、一种动力吗？它可以促人奋进，再加上学识和水平、并有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助人成才，还可以出成果。

现在科研经费应该是比以前多了很多，这也是全国对科研投入逐步增多的结果。但关键是要出成果，要有突破，要创新。我们学校的一些前辈倒还有一些成果现在还响着的。除了刚才所提到的李国桥教授等的成果，是属于高水平、高层次的成果了，还有像敬修堂的田园牌跌打万花油, 现在各家各户都还很常用，是敬进修堂的支柱产品，好像是蔡荣教授的一个方子吧；又比如说黄耀燊教授那个双柏散，可算是中医外科的万金油，很顶用。

问：老师您就是说觉得学校规模不是太重要，关键是在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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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专业学科发展要有所突破。那除了您刚刚讲到的王建华教授、李国桥教授，还有哪一些教授的研究很有贡献意义？

答：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是属于哲学思维，主要是综合性的思维方式为主，和现代实验学科的分析性的思维方式不同。有些东西确实不好评价。但是，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学校的赖世隆老师是有贡献的。他将西医对临床研究的设计、衡量和评价（DME）和循证医学的方法引进到中医领域，并影响着整个中医界，使得现在对中医临床研究的评价也逐渐有章可循。当然也有争议，但贡献是肯定的。另外像徐鸿华老师在中医资源的研究，尤其是南药引进的研究方面，也是有较大贡献的。

问：您觉得学报在学校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
答：学报是一种媒体，一面镜子，它的任务是反映学校以及中医药界，包括医药学界的学术状况，并力求通过反映去总结并揭示它的规律。所以办得好的刊物，它刊登的东西首先应该是真实的，另外它刊登的稿子也必须反映规律性，像我们这样的中医药学术类期刊就要能反映该时期中医药的学术水平，并且逻辑严谨、说理充分。我们学校的学报由于一直遵循这样的宗旨，也就较好地反映了各个时期我校和中医药界的学术状况和水平，因而对中医的学术和科研就有较好的参考价值，同时对我校的学术的科研也就有促进作用。我们学报的影响因子一直以来都还是比较高的，在国内同类期刊中一直排在前列，影响因子就是前两年发表在该刊的论文被当年发表的论文所引用的篇数除以前两年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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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表论文的总篇数，这是一个被国际上公认的衡量一个学术刊物的影响力的指标。并且我校的学报被包括属于国际6大检索系统的美国CA（化学文摘）、俄罗斯РЖ（AJ，文摘杂志）在内的20多个国内外权威检索系统收录，就是说，我校学报为中医药学术的传播起了应有的作用，并同时提升了我校的学术声誉。为学校的学术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问：老师，我们学校办的刊物除了《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其它刊物怎么样？
答：我们学校还有《新中医》和《中药新药和临床药理》，连学报一共是三份杂志。《新中医》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创刊的。当时毛泽东主席对中医有一个指示，就是626指示，说中医药是伟大的宝库，应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新中医》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要知道那时候，几乎所有学术杂志都停刊了，《新中医》的创刊在当时是一个例外，可称得上是万花凋谢，一花独秀，所以《新中医》的知名度是很高的，读者也不少。

那为什么80年代又要搞一个《学报》呢？主要是中医药学术发展的需要。当时抓科研的院长欧明教授说得很形象，学报就是“学”报，就是要突出一个“学”字，说明学报是一种学术性质很强的刊物，而有别于当时我校已经创刊的《新中医》。就是说，《新中医》较为偏向于实用，而学报则更强调学术。《中药新药和临床药理》比学报更晚一点创刊，主要是有关中药新药的刊物。

问：那老师您就是创刊的元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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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时我还是个“小萝卜头”。原来我在附院当医生，因为要筹办学报，我被从医院调到了学校。对于学报创刊，学校是非常重视的。当时学报的筹备组由院长（广州中医学院院长）陶志达亲自当组长，由抓科研的副院长欧明任副组长。下面成员有王建华，区永欣，陈纪藩，赵立诚，高汉森和我，除我之外，这其他几位老师在学术上都是多有建树的人。学报创刊以后组长和副组长分别成为了主编和副主编，筹备组的几个成员也就成为了学报的常务编辑。说是常务，其实他们都是兼职的，只有我是专职的。当然我还兼着一些临床工作和教学工作，只是编制就不再属于医院，而变成了学校编制。后来我们的编辑部还来了一个编务也是专职的。当然，这些人都应该属于元老了，只是他们后来又有其他工作，我却从此一干就20多年，直到退休。

问：老师当初为什么选择了中医专业？

答：说实在话，中医以前只是我的业余爱好，可没想过要把它作为自己的专业。因为我中学是在华附读的，又是在华附的试验班，整个班都偏科，都喜欢数理化。考大学时数理化成绩也是偏高。所以我第一次报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报了华工，报完以后再想想，我已经30岁了，又带着小孩，恐怕这辈子做个老师还比较合适。所以后来有第二次填报志愿的机会时。我就改填了华师的数学系和物理系作为第一志愿，第二志愿才填了广州中医学院，因为当时我工作的单位是海南农垦总医院，医院院长看着我报志愿，不好不报一个医学院校。心想按当时我考的分数，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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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是没有问题的。广州中医学院和华师当时是同一类学校，如果华师不录取我，广州中医学院也不会录取我的，所以被中医学院录取，我当时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问：结果就被录取了？
答：是的。后来才知道，因为那是文革后第一届恢复统考招生。当时考生年龄从十几岁到30多岁都有，像我们这样的考生，虽然成绩比较高，但年龄却比较大，一时间到底怎样招才好，各个学校有各个学校的看法，不免就出现不按考生填报顺序而录取的紊乱现象。因为后来有在高教局的人告诉我，当时华师根本就看不到我的档案。我估计就是这样我就被阴差阳错地录取到广州中医学院来了。到了中医学院以后，其实有一段时间的学习是不习惯的。老想着找机会补回高数。那时主要是觉得学中医老要背东西不习惯。幸好后来邓老的一个讲座点醒了我。邓老在那里讲，他说，你既然嫁给了中医，你就不要再想离婚了。想想确实是这样，如果我还迟迟不把专业思想确立，一晃几年就过去了，到头来，却什么也没学到，那不浪费时光吗？于是很快我就调整了心态，下定决心，要把中医专业学好。结果我没有虚度这五年。几年下来，30多门功课都取得优异成绩，连续四年都是三好学生，最后一年被评为优秀毕业生，还与我先生一起，作为广东省100个三好学生之一受到表彰。那个时候很多同学都觉得很难想象，30多岁上大学，还带着小孩，还有不少社会工作，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其实，应该感谢邓老的那一席话。现在看来，学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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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学对了。

问：老师认为现在中医是怎样一个发展状况？

答：这个话题就大了。中医呢，很多人都希望它发展，实际上呢，中医的发展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它虽然也有系统的理论，形成于两千多年前，它的基础是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维方法是一种哲学思维，与现在的实验科学的思维方式相差很远。其实中医的综合性的思维方法，更适合于临床。它就是一种黑箱理论，从箱子外面的情况推知箱子里面问题而解决它。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在临床上有时候觉得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反而有机会呢？因为西医的思维方法是分析性的思维，必须知道病因，然后再针对病因治疗。但目前医学上对很多疾病是不明病因的，所以对很多病其实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说，目前对一些全身性的疾病就感觉办法不多，像神经内科疾病、免疫内分泌性疾病、病毒感染性的疾病等等，现在西医没有太多办法，因为这些疾病，要么病因不是很清晰，要么是具体的病理不清楚，无从下手。但中医利用它的“黑箱理论”却有可能从病人的外候中找到相应的治疗办法。就是说，医学有些盲点、禁区，有时候恰恰是中医有可为的地方。这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思维的优势。但中医也有个很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把握。它的没把握，是由于它的综合性的思维方式还是处在很低层次，对人体的病因病理的解释还是非常模糊的。它的发展有赖于充分吸取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研究成果的精华，对人体进行更高层次的综合性认识。到了这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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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种全新概念的中医了。

问：老师退休后还有没关注中医的新动态？
答：我跟你讲呀， 08年到09年我去了一年外国，我顺着我同学的足迹，在美国的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加上加拿大的几个城市走了一下，拜访了我不少同学和校友。他们的实践告诉我，中医的确是有可为的。

我有个同学在多伦多，他是读药的，去了美国读了博士，后来有机会参加了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就转为医了，他现在在多伦多大学的一个儿童医院里面工作，那儿童医院是收诊全世界都治不好的遗传病的小孩。那么遗传病的小孩你知道是多难治吧。按理说，基因治疗会有效。但问题是基因治疗谈何容易呀。基因治疗即使我认准是那个基因出问题，你也不一定能改造它，药物进去了，它是不是按照你所想的目的去走？所以后来他提出必须用中西医结合方法，并以这作为切入点说服了西人。所以我去多伦多的时候，他们正在搞中医立法，而且这次是和西方人一起搞的。他说，中医立法的最后的目的是达到要在大学里面设中医学院或者是中医系，医院里面设中医科，中医科的医生叫“Doctor”。这说明呢？为什么西人会同意和他们一起搞呢，其实到了这个层次上，对人体的认识就要有一种综合性思维，中医和西医就有点殊途同归的感觉了。我有个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同学，专攻不孕不育，具体的方向是用针灸和中药改善人体内环境以提高试管婴儿的存活率，结果效果很好。当地两个西医院都请她当顾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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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生殖会议也邀请她去。试管婴儿，这是西医的方法，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践上却往往失败，成活率其实是很低的。因为试管婴儿进入人体以后，要受母体整个内环境的影响，改善内环境，这是中医是优势，中西医结合，机体就接受了那个胎儿。

问：您认为中医要怎样发展才能走得更远？

答：我经过这么一次在美国、加拿大这么走了一趟，我发觉中医还是有它存在的空间的。其实西医对很多病也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说我去美国的那个地方（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呑鲁日），是比较排斥中医的，中医自己不能单独开诊所，需要行医就只能在西医诊所里干。那里有一个教我学英文的美国老师，自从她的小儿子出生以后她就患上了膀胱炎，共十五年之久。经西医多方治疗，抗生素都用遍了，用的量也非常大，而且尝试过不同的用药途径，就是没有效，非常痛苦。她知道我是中医后，决定尝试接受针灸治疗，没想到，才经过两个星期左右的治疗，她感觉就好多了。当然后来因为我要离开，没有能够继续给她治疗。但起码说，针灸对于改善人体的免疫状态是有效的。

其实中医和西医的研究对象都是人体。不管你用西医也好，中医也好，人体本身是综合的，所以综合性的思维方式更适合于临床。可见中医的思维方式是有优势的。要发展中医，就不要丢掉这个优势。只要坚持其思维方式上的优势，广泛吸取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为我所用，是必定有大作为的。

现在有个别学生，却用套西医的方法去用中药，如治疗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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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就用某某药或某某方，这是不可取的。必须切记，你用中医的时候，就必须用中医的思维，用西医的时候，就必须用西医的思维，千万不要把两套混在一起。

我读书的时候陈镜合老师曾给我们讲过一句话，对我一直有很深的影响。他说，作为现代的中医师对病人的治疗思路应该是：首先对病人要尽可能有个明确的西医诊断，还要有个恰当的中医辩证；然后看看这个病人是用中医治疗有利还是用西医治疗有利。如果是适合西医治疗的，你应该给他西医治疗，如恶性肿瘤，就应该动员病人尽早手术，肺结核就应该让他接受规范的抗结核治疗，但如果中医治疗更有利，就应该尽可能采用中医治疗的手段，如果两套都有效，就要尽可能发挥我们中医优势。就是说，对待疾病，我们可以比西医多一个手段。我觉得他那个思路是对病人负责的思路。现代中医必须懂得西医，而不是置西医几百年发展的成果于不顾。要懂得西医的诊断，要了解西医最一般的急救措施，千万不要误诊、不要漏诊。但作为一个中医，中医才是你的看家本领，所以你必须精通中医的理论。但在治疗的时候，必须将两套分开进行。就是说，你要用西医治疗时，你必须用西医的思维，用中医治疗的时候，也必须按照中医的思维。你千万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一混在一起，就乱套了。

现在一些年轻医生容易急功近利，比如说，甲亢，就是阴虚，中医就用养阴药，这不对的。中医本身是辨证的。

问：老师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后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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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当然是希望中医经过你们和以后几辈人的努力，能有所发展。所以希望你们首先要端正专业思想，学习好，相信中医是有效的。第二是不要拘泥，要发展。一定要敬业，一定要为病人着想。治好病人，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所谓大医精诚，就是这个意思。

（注：本采访组获得2010年“口述校史”活动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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